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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历史对科学的历史的渗透 

——五百年重庆得名臆说成为主流观点的反思 

蓝勇 陈俊宇 

（西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 

【摘 要】：从明代开始,后人不断对“重庆”二字的含义加以解读,形成许多臆想和猜测,形成了“二庆之间”

说、“双重喜庆”说、“诗经郑玄笺”说、“巴渝会合”说等说法。“二庆之间”说最早出现在明代正德《四川志》,

而不是以前认为的万历天启年间曹学佺的《蜀中广记》。但到 20 世纪 80 年代才发现由于顺庆、绍庆设府时间晚于

重庆府设立时间,故“二庆之间”说明显为错误之说。“双重喜庆”说法来源于 1958 年赵廷鉴的《重庆》一书,后

逐渐影响学界和社会成为了主流观点,还衍生出了“同年封王即位”说和“恭州即位说”两大谬误,都是完全没有

根据的臆说。其它“诗经郑玄笺”说仅是一种猜测,并没有任何直接根据可依,而“巴渝会合”说完全是凭空臆想。

重庆府的出现原本只是南宋频繁的潜藩升府现象中普通的一例。由于中国古代地名取名一直有喜欢用喜庆、吉祥、

祥瑞的名字为之,大多并无直接的事实指向含意,也不完全都是依据皇帝、太子的想法,还有大臣的意见、地方的诉

求等因素。所以,重庆在取名的时候是否真的寄予了特殊含义,是否一定是皇帝的想法,由于并无任何原始文献材料

支撑,所以可能还是回避为妥。考察五百年的重庆得名臆说成为主流观点的过程,我们发现,在中国作为文化的历史

对作为科学历史的渗透巨大,希望能从田野考察的对读、比对中分清两种历史的界线,尽可能减少文化的历史对科学

的历史的渗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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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注意到，近十多年来，已经有多人关注重庆得名的是是非非了，如韩意、赵鼎、周文德、唐冶泽、龚义龙等。
(1)
以上几

位专家的论述已经谈到了重庆得名存在的一些问题，对于重庆得名中的“二庆之间”、“双重喜庆”中的错误多有指出，但是

由于对史料梳理不够全面，对这些观点形成的历史源流仍不是太清楚，故许多问题仍然不能得到合理解释，如“二庆之间”说

的最早源流在哪？何时开始受到怀疑？“双重喜庆”的最早源流在哪？流传脉络怎样？“双重喜庆”的产生的原因为何等等，

仍然需要更全面的分析研究。所以，本文从史源学角度，按时间顺序对这些问题的来龙去脉作分析，以期正本清源，分清是非。 

对于南宋恭州潜藩升重庆府的过程，宋元时期的文献多有记载，但并没有谈及重庆之名的原由，宋元时期的文献一般只叙

述恭州升府的事件本身，最多提一下它升府是因为曾是光宗潜藩的缘故，如《舆地纪胜》卷 175载：“隋改楚州为渝州……（皇

朝）更名恭州（原注：《国朝会要》在崇宁元年），中兴以后，以光宗皇帝潜藩，升为重庆府（原注：绍熙元年。笔者按，当作

淳熙十六年）。”(2)《方舆胜览》卷 60载：“隋改渝州……皇朝因之，崇宁改恭州，以光宗潜藩，升重庆府。”(3)《宋史》卷 19

载：“崇宁元年六月壬子，改渝州为恭州。”卷 36又称：“淳熙十六年八月甲午，升恭州为重庆府。”卷 89又称：“重庆府，

下，本恭州，巴郡，军事。旧为渝州。崇宁元年，改恭州，后以高宗（笔者按，当作光宗）潜藩，升为府。”(4)在元代的《元一

统志》、《大元混一方舆胜览》中也没有重庆府得名原由的任何记载。只是从明代开始，后人才围绕着“重庆”得名展开了对其

含义的讨论，并逐渐传播开来为人所熟知。因此对“重庆”二字的解读是后人逐渐加上去的，并不是当时人们的解释，更无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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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知是宋孝宗或是宋光宗的意思。 

明以来对于“重庆”的解释可能说法较多，影响最大的不过是“二庆之间”和“双重喜庆”之说。很有意思的是，这两个

主要的说法现在看来完全是凭空臆想的说法，却流行了几百年到几十年的时间，却少有人发现完全是臆说。 

一、明代人的臆想：“二庆之间”说的源与流 

最早提出“二庆之间”说是在明代，以前韩意、周文德、唐冶泽、龚义龙等都将“二庆之间”之说的最早来源归于明代万

历天启间曹学佺的《蜀中广记》中(5)，这是不准确的。目前我们发现最早的“二庆之间”说是在正德《四川志》中，在嘉靖、万

历间的文献中也有沿袭，而不是以往认为最早在万历天启年间的《蜀中广记》，所以，不能将这个谬说算在曹学佺的头上。 

正德《四川志》卷 13：“崇宁初，改恭州，升重庆军节度，以其地界乎绍庆、顺庆之间，故名。”(6)正德《四川志》的根

据何在，我们已经不可得知。不过，目前再也找不到有关这种说法更早的记载了。到了嘉靖《四川总志》卷 9 几乎照抄正德志

旧文，只改一字称：“崇宁初，改恭州，升重庆军节度，以其地界绍庆、顺庆之间，故名。”(7)后来万历《四川总志》卷 9沿袭

嘉靖志称：“崇宁初，改恭州，升重庆军节度，以其地界绍庆、顺庆之间，故名。
(8)
同时代万历郭子章《四川郡县释名》卷上：

“宋初名巴州，后升重庆军节度，以其地界绍庆、顺庆之间也。”(9)万历《重庆府志》卷 2也称：“孝宗淳熙中，以光宗潜邸升

恭州为重庆府，以治介顺庆、绍庆间，故云。”(10)到了明末万历天启年间的《蜀中广记》卷 53记载：“宋，崇宁之恭州，又因

而屡改矣。后以光宗潜邸，始升府，名重庆。重庆者，以介乎顺、绍二庆之间也。”(11)曹学佺不过是将前人之说略加放大而已。

不过，同样是明末清初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卷 69只记载：“淳熙中升为重庆府，以光宗潜邸也”(12)，并不谈得名原由，

顾氏可能在明清之际的学者中是较为清醒的。 

到了清代各版方志中大多沿袭明代的解释，如康熙《四川总志》卷 4《建置沿革·重庆府》仍照抄嘉靖本旧志不改。(13)雍正

《四川通志》卷 2《建置沿革·重庆府》云：“淳熙十五年升为重庆府（原注：是岁，光宗即位，州为潜藩，故升），以其地界

绍庆、顺庆之间，故名。”(14)乾隆《巴县志》卷 1《疆域·沿革》云：“宋初曰渝州南平郡，崇宁元年以诛赵谂后，改其乡里渝

州为恭州。淳熙十五年以潜藩故，升为重庆府，地在顺庆、绍庆之间，故名重庆。”(15)同治《巴县志》卷 1《疆域·建置沿革》

仍乾隆本旧文，还把绍庆误抄成肇庆。(16) 

不过，嘉庆《四川通志》卷 2《舆地·沿革》虽然谈到恭州升重庆府之事，但没有谈得名原由(17)，道光《重庆府志》作为重

庆府志，本更应该重点谈重庆的得名原由，但却回避了这个得名之事(18)，可见编者的清醒。而后来光绪《巴县乡土志》中也只

记载：“崇宁元年改曰恭州，淳熙十六年升为重庆府”
(19)

，也是回避了这个得名原由的。显然，清代这三部地方志相对是较为

严谨的。 

到民国时期，此说仍是主流观点。民国《重庆乡土志》：“宋孝宗淳熙十五年，以光宗潜邸之故，升为重庆府，以地在顺庆

（今南充县北）、绍庆府（今彭水县）之间，故名重庆。”(20)后来民国《巴县志》卷 1《疆域上·沿革》纠正了《舆地纪胜》“绍

熙元年升府”和《宋史·地理志》“高宗潜藩”两处错误，但仍保留了“二庆之间”说。(21)随后《重庆市一览》、《重庆指南》、

《重庆指南（重庆陪都一周年纪念刊》等也仍沿用此说。(22) 

明代以来众多如此说法，信誓旦旦，真是如此吗？ 

我们先来看看顺庆府的设置时间。 

据《舆地纪胜》卷 156《顺庆府》：近以主上潜邸，升顺庆府。宝庆三年。(23)《方舆胜览》卷 63：以宁宗潜邸，升顺庆府。
(24)
朱熹《通鉴纲目》卷 43：“宝庆间，升顺庆府”

(25)
，所以在宋代人的眼中顺庆府设置在宝庆年间（1225—1227 年），无可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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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到了元代编的《宋史》也称：“顺庆府，中，本果州，南充郡，团练。宝庆三年，以理宗初潜之地，升府，隶剑南东路”。
(26) 

再看看绍庆府的设置时间。 

编于嘉定、宝庆间的《舆地纪胜》中并没有谈到黔州升为绍庆府之事，说明绍庆府的设立不早于宝庆年间。但在宋理宗绍

定以后编的《方舆胜览》卷 60《绍庆府》中记载：“后改绍庆府”，并没有改绍庆府时间。(27)不过朱熹《通览纲目》卷 38：“绍

定初，升州为绍庆府”(28)，元代编的《宋史》卷 89：“绍庆府，下，本黔州，黔中郡，军事，武泰军节度。绍定元年，升府”(29)，

都明显记载绍庆府设立在绍定元年。 

显然，宝庆三年在 1227年，绍定元年在 1228年，而恭州升为重庆府的淳熙十六年在 1189年，此时顺庆、绍庆二名都还没

出现，顺庆府和绍庆府名字是 30多年后才出现，明代人认为重庆的得名是因为在二庆之间真可谓粗疏至极。我们感慨的是此说

居然从明正德年间到 20 世纪 80 年代在近 500 年的时间内少有人怀疑。我们知道，明代人治学粗疏，在学界早有认同，这次从

这个个案臆想的可笑足见其之典型。而同时，后来我们津津乐道的“双重喜庆”之说在整个宋元明清时期并没有任何端倪。 

当然，虽然建国以后“二庆之间”说一度消声匿迹，但对于“二庆之间”说法的怀疑却出现较晚，如 1981年出版的《重庆

简史和沿革》中多处谈到这个问题仍是两种说法并存，如邓少琴谈到：“光宗是九月乙丑（初四日）生于藩邸，即位后把他的

生日称为‘重明节’，恭州潜藩升为‘重庆府’，这是重庆得名的由来。或以为地在顺庆（今南充）、绍庆（今彭水）之间，故

名重庆。”管维良在其书中仍然列举了三种说法，一种为封恭州、承皇位二庆，一说是太皇太后和其父亲孝宗均参加即位大典

故二庆，一种认为二庆之间，最后只是认为第一种说法“较为有说服力”，并没有看到“二庆之间”说的根本问题。(30)1981 年

彭伯通《古城重庆》一书中才谈到：“有人又说重庆取义是位置介于绍庆与顺庆之间，似乎牵强。”
(31)

虽然已经开始怀疑，但

并没有说明牵强的原因。较早公开否定“二庆之说”的是董其祥先生，1986年董其祥在《重庆市中区史志》第 1—2期发表《重

庆简史》一文，后收录在 1993年出版的《巴史新考续编》中，其中专门谈到：“迄于南宋，孝宗淳熙十六年（1189年）把第三

子封为‘恭王’，同年二月承继帝位，是为光宗。即位后，于 1190 年（笔者按，应为 1189 年）升恭州潜藩为‘重庆府’，表

示双庆的意思，这是重庆得名的由来。或以为重庆介于顺庆（今南充县）、绍庆（今彭水）之间，故名重庆。但顺庆得名于 1227

年，绍庆得名于公元 1228年，重庆得名早在 30多年前，应该以前说为是。”(32)可以说这可能是目前最早公开从学理上纠正“二

庆之间”谬说的来源，但这已经是 20 世纪 80 年代的事，此说已经流行了近 500 年了。后来胡道修也认为“二庆之间”之说不

能成立(33)，彭伯通也认识到：“恭州升为重庆府在孝宗淳熙十六年（1189），比顺、绍二庆升府要早 30 多年”，认为是曹学佺

的一时疏忽(34)，显然是由于没有找到真正的源头而错怪曹学佺。应该看到近来韩意、赵鼎、周文德、唐冶泽、龚义龙等对“二

庆之间”说的否定，自然也是受董、彭、胡三位的观点影响而进一步否定了“二庆之说”的。 

二、近代人的新臆想：“双重喜庆”说 

进入近代以来，“二庆之间”说并没有完全淡出人们的视野，在主流文献中仍然流行着这种观点。但是在 20世纪中叶以来，

新的臆想“双重喜庆”之说开始日益风行，一度成为社会的主流认同，甚至主流学术界也一度没有分析而认同起来，包括我们

自己以前也一度深信不疑。 

1.“双重喜庆”说的来源：主流历史观是怎样误入歧途的 

直到撰写此文前，我们发现在学术界并不能找出“双重喜庆”与重庆得名联系在一起说法的具体源头，不知为何人所首先

提出。正如韩意所说：“此说最大的不足之处便是没有文字出处和依据，不仅四库全书都检索不同（笔者按，应是不到），并且

即便到了民国时期出版的重庆书籍，也找不到这四个字的记载。”“此说虽然铺天盖地，但没有任何文字出处，连个假托的都

没有，貌似出于现代人的凭空臆想。”
(35)
现在看来，这个“双重喜庆”说是源于民国后期抗战胜利后的“双重喜庆”的话语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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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及五十年代以后这种社会话语延伸到历史研究中有关。 

(1）抗战胜利后的“双重喜庆”话语的时尚及影响。我们发现，多年抗战影响社会心境，艰苦卓绝的抗争与生死离别的沉

闷弥漫在社会。在抗战胜利后 1945 年到 1946 年间，南京、上海、重庆等地社会弥漫着一种喜欢用“双重喜庆”来表述多重喜

事以释放长期苦闷心境的风尚，大有苦尽甘来、喜出望外的情感，与抗战争时期的艰难苦闷形成明显的反差。 

早在 1945年 10月 10号的《新生中国》中就刊发了朱凤的《双重喜庆的国庆日》一文，指的是南京当时双十国庆与抗战胜

利的日子的双重喜庆。(36)1946年 1月 10日《申报》又发表了《双重喜庆的今日》的社论：“今天该是我们最愉快兴奋的日子！

今天我们实在有双重喜庆大事，值得大家高兴。在伦敦，今天联合国首届全体大会开幕，一切维护人类正义，保障世界和平的

方案，正有待于联合国大会今后的开诚商讨，切实执行。在重庆，今天国民政府所召集的政治协商会议也同时举行，三人小组

委员会商讨停止冲突办法后，‘停止开火’的命令也许即可发出，和平解决之门从此大开，各党派如真能推心置腹，开诚布公，

中国政局也就不难走上光明幸福的大道。当中国血战八年，世界烽火弥漫，人类饱受惨祸之后，今天能够风平浪静，烟消火灭，

使我们得以窥见全世界和中国真正和平之曙光，这确是幸运，确是喜事。我们抗战首都在重庆，举行政治协商会议也在重庆；

到今天适逢国内国外均有喜事，真可以值得‘重庆’了。”(37)这里不仅谈到联合国首届会议和重庆政治协商会议同时举行的双

重喜庆，而且直接将其与重庆地名得名联系起来。同一天的重庆《大公报》发表名为《勉政治协商会议》的社评也称：“在重

庆，曾经指挥抗战，得获最后胜利。在重庆，更要协商政治，拨乱反治，预庆建国成功。这双重的喜庆，都在重庆收获与开拓。

重庆才真正是名符其实的重庆了。”(38)这里谈的是抗战胜利和重庆政治协商建国的二庆。不过这里称重庆得名这样才名符其实，

反而透露出 20 世纪 40年代社会上并没有将历史上的重庆得名与“双重喜庆”挂钩之意。后来，1946年 5 月 6日《申报》记者

赵浩生的《唱呵，南京》一文又谈到：“中华民国三十五年五月五日，是一个双重喜庆的日子，是一个光耀历史的佳节，整个

的南京，都沐浴在狂欢里，整个的南京都卷没在歌唱中。”(39)这里谈到的是还都南京和抗战争胜利的双重喜庆。 

要注意的是，虽然 20 世纪 40 年代，人们在字面意思上逐渐赋予了重庆“双重喜庆”的含义，但还并未跟历史上宋代的得

名原因联系在一起，所以我们发现民国所有的文献中并没无一丝将重庆的得名用“双重喜庆”解释的影子，如民国龚熙台《四

川郡县志》、民国《四川重修通志稿》、民国《重庆乡土志》、民国《巴县志》、《重庆市一览》、《重庆指南》、《重庆指南（重庆陪

都一周年纪念刊》、《新都闻见录》等不是没有谈到重庆得名的由来，就是只谈了得名的“二庆之间”说。 

不过应该看到，20世纪四十年代中叶社会风尚上喜欢用“双重喜庆”来表达心境之风对于 20世纪五十年代直接将历史上重

庆得名臆想为“双重喜庆”提供了潜在的思维认同。 

(2）“双重喜庆”的直接历史根源：赵廷鉴《重庆》一书。目前我们发现最早将“双重喜庆”与历史上的重庆得名挂上钩

的是 1958年赵廷鉴的《重庆》一书。1958年 6月新知识出版社出版了赵廷鉴的《重庆》一书，在这本书中这样记载： 

宋孝宗淳熙十六年（公元 1189年）八月，恭州升为重庆府，“重庆”一名就开始在这个时候。改名“重庆”是宋光宗赵惇

的主意，因为他起初在恭州被封为恭王，后来又即帝位，喜“庆”双“重”。(40) 

因此，1958年赵廷鉴的《重庆》一书可能是“双重喜庆”的最早的公开说法。 

赵廷鉴先生生于 1911 年，去世于 1969 年，曾参加《高级小学地理课本》编写，建国后为西南师范学院地理系教授。赵先

生非历史学者，没有提供任何此说的历史证据。实际上赵先生主观认定必是光宗的主意，而且肯定是封王、即位双重喜事，但

从当时到现在根本无任何历史文献可以支撑。考虑到赵先生的青壮年正好受到社会“双重喜庆”话语流行的影响，完全有可能

是赵先生自己望文生义提出了此说！ 

但赵先生毫无根据望文生义的说法出现后，影响之大，可能赵先生自己都没有想到。首先是 1959 年 11 月，重庆人民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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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出版的介绍重庆的《重庆画册》一书中就这样记载“宋光宗皇帝赵惇，原被封为恭王，驻守恭州，赵惇即位后，为了纪念双

‘重’喜‘庆’，改恭州为重庆府。这便是重庆名称的由来。”(41)此画册几乎完全照搬赵先生的观点。 

不过，在整个 60—70年代 20年的时间内，人们好像并没有太多关注这个学术问题，但到了改革开放的 80年代后，重庆学

术界再次受到赵先生这种说法的影响，开始力推“双重喜庆”之说。如 1981年出版的《重庆简史和沿革》中多处谈到这个问题，

已经是两种说法并存，如邓少琴谈到：“光宗是九月乙丑（初四日）生于藩邸，即位后把他的生日称为‘重明节’，恭州潜藩

升为‘重庆府’，这是重庆得名的由来。”管维良在其书中仍然列举了三种说法，一种为封恭州、承皇位二庆，一种是太皇太

后和其父亲孝宗均参加即位大典故二庆，一种认为二庆之间，最后只是认为第一种说法“较为有说服力”。(42)现在我们无法得

知邓少琴、管维良是否受到赵廷鉴观点的影响，但从提出的时间顺序上来看，观点是一脉相承的。同时，1981 年彭伯通《古城

重庆》一书中也谈到：“南宋孝宗赵昚于淳熙十六（1189）年把他的儿子赵惇封在恭州为恭王。二月，赵惇就受孝宗内禅即位

（死后庙号光宗），八月升恭州为重庆府。既封恭王，紧接着又即帝位，双重庆贺，作为府名。有人又说重庆取义是位置介于绍

庆与顺庆之间，似乎牵强。”(43)在这个时期，社会上也同时将“双重喜庆”作为重庆得名的主流说法流传，并没有人怀疑。如

1980 年 1 月出版的一本名为《南方纪行》的书中已经提到：“宋时渝州赵惇封王不久，就做了皇帝，双重喜庆，遂改他的封地

为重庆。”(44)同年 2月，长航重庆分局旅行服务社汇编成《长江三峡名胜古迹介绍》，其中《美丽的山城重庆》一文也称：“北

宋赵惇受封恭王，镇守于此，故改称恭州，后来赵惇当了皇帝，他将恭州升为重庆府，意为双重喜庆之意。这就是重庆一名的

由来，一直沿用至今。”(45)1981 年，重庆市外事办公室编写出版的《重庆旅游》一书称：“南宋光宗赵惇，以他先封恭王，后

登帝位，在这里发迹起家，自诩是‘双重喜庆’，遂将恭州升格为重庆府。”(46)1984年编印、1986年出版的《四川省重庆市地

名录》也称：“南宋时孝宗赵昚之子赵惇先封恭王，后即帝位（光宗），自诩为‘双重喜庆’，遂于淳熙十六年（公元 1189年）

升恭州为重庆府。”(47)“双重喜庆”的说法从此为更多人所熟知，逐渐根深蒂固，并一度成为正统观点。 

到 20 世纪 90 年代，几部关于重庆的方志和学术专著中，对于重庆的这种得名观点也是深信不疑，对于“双重喜庆”的说

法更是成为定论一样了。1992年《重庆市志》第 1卷记载：“南宋淳熙十六年（1189年）八月，因其地为光宗皇帝赵惇原来的

封地（当时称为潜藩），升恭州为重庆府，此为‘重庆’这一地名的由来。”其字里行间“双重喜庆”的意思还不明显。(48)但 1997

年《重庆市渝中区志》这样记载：“南宋淳熙十六年（1189 年）正月，宋孝宗封其子惇于恭州为恭王；同年二月，孝宗禅位于

赵惇（即光宗），因赵惇先既封王，后又称帝，自诩为‘双重喜庆’，遂于是年，将恭州改名重庆府。此为‘重庆’这一地名的

由来。”(49)这里，不仅公开承认“双重喜庆”说，而且杜撰出了同一年为恭王为皇帝说。到 1998年余楚修、管维良编的《重庆

建置沿革》一书中这样记载：“崇宁元年（1102年）改为恭州，淳熙十六年（1189年）八月，因其地为光宗皇帝赵惇的潜藩之

地，依潜藩升府的惯例，恭州升府且命名为‘重庆’，以示此为双重喜庆之地。是为‘重庆’这一地名的由来，并沿用至今。”(50)

仍然认为重庆得名为“双重喜庆”。到 2001年出版彭伯通的《重庆地名趣谈》一书中虽然从潜藩升府制度普遍性入手强调双重

喜庆并不是重庆特有现象，潜藩升府都是双庆，只是恭州升府是想到运用这个名字，故仍然承认有双重喜庆的特殊含义在里面。
(51)至今重庆市政府的所有宣传资料都以“双重喜庆”为根据，人人重庆、双重喜庆成为人们熟知的重庆城市标志。不过，我们

注意到由周勇主编、胡道修编写的《重庆：一个内陆城市的崛起》、《重庆通史》中并没有采纳这说法，可算是混乱中少有的清

醒。 

总的来看，重庆得名于“双重喜庆”之说源于 20世纪 40年代社会上“双重喜庆”话语流行风尚的影响，具体源于 50年代

赵廷鉴的《重庆》一书，后人不加分析使用，整个学术界和社会均不加鉴别而误入歧途达半个世纪之久。 

2.误入岐途的矛盾重重：“双重喜庆”含义具体解释中的乱象 

正因为“双重喜庆”之说本身是望文生义的解释，所以，后来对哪双庆的具体解释可谓乱象丛生，矛盾重重。 

“双重喜庆”说从一开始就出现了对这四个字具体含义的不同解释，主要是针对所谓“双重喜庆”究竟是指哪双喜，众说

纷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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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上世纪 80年代初，管维良就提到了两种，认为“一种解释认为：光宗赵惇藩封在恭州，是为一庆，后又由恭州承嗣皇

帝大位，这是二庆，故美其名曰‘重庆’；第二种解释认为：光宗即位时，其祖母———高宗皇后尚在，称太上皇太后，其父

亲孝宗也建（笔者按，健误作建）在，称太上皇，这二位均临视了光宗的登基庆典，故曰‘重庆’”，他自己认为第一种解释

较为有说服力。(52)此外，“有的说光宗非长子但却被封为太子又称帝，有的说光宗在即位后的同年又喜得贵子，太皇太后都前

来庆喜”(53)，可谓众说纷纭。其中，封王、即位为双喜，这种观点最为普及，几乎是现在的主流观点，重庆对外的旅游宣传一

般也这么说。特别要说的是，在“双重喜庆”说的流变中，衍生出了两个匪夷所思的子观点，即“同年封王即位”说和“恭州

即位”说。 

关于“同年封王即位”说，1981 年彭伯通的《古城重庆》一书就提到：“至于重庆名称的取义，很多人都知道：南宋孝宗

赵昚于淳熙十六（1189）年把他的儿子封在恭州为恭王。二月，赵惇就受孝宗内禅即位（死后庙号光宗），八月升恭州为重庆府。

既封恭王，紧接着又即帝位，双重庆贺，作为府名。”(54)将赵惇封王和即位的时间记为同一年，完全是没有任何根据的。而 1989

年重庆市江北区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成《江北区文史资料选辑》第 2辑《“三庆”专辑》，其中朱平燊的《“三庆”漫话》

一文更是称：“南宋第二个皇帝是宋孝宗，孝宗的第三个儿子赵惇被封恭州为恭王。时为宋孝宗淳熙十六年正月，即公元 1189

年，是年二月，孝宗传位惇，即宋光宗，赵惇自诩‘双重喜庆’，遂于同年八月初七，即公元 1189 年 9 月 17 日，把恭州改名

为重庆府。”
(55)

将“同年封王即位”说进一步具体演变为“正月封王、二月即位”说，更是主观上想将两件事放在一年，为自

己的“双重喜庆”说提供更好的缘由。 

但宋代文献中明确记载赵惇封王、生子、立太子、即位四件事根本不在一年。 

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卷 1: 

（光宗）（绍兴）三十二年九月，封恭王。乾德七年二月，立为皇太子……（淳熙）十六年二月二日，受内禅，即位皇帝。……

乾德四年十月二十日，生于恭王府。(56)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 200: 

（绍兴三十二年九月）是月，封皇子愭为邓王、恺为庆王、惇为恭王。(57) 

刘时举《续宋编年资治通鉴》卷 7、9、10: 

（绍兴三十二年九月）九月，封皇子愭邓王、恺庆王、惇恭王。……（乾道七年）二月，立皇子恭王惇为皇太子……（淳

熙十六年）二月……上内禅，移居重华宫，皇太子即位皇帝。(58)宋人《续编两朝纲目备要》卷 1: 

（乾道七年二月）（淳熙十六年）八日癸丑，百官班文德殿，诏曰……宣诏毕，内出麻制，皇第三子恭王御名立为皇太子。……

二月二日壬戍，孝宗吉服御紫宸殿，有司立仗，百官起居，免舞蹈。宰执奏事毕，驾兴，百官移班殿门外。内降诏曰……宣诏

讫，百官入班殿庭，皇太子即皇帝位。(59) 

后来，元代人编的《宋史》也进一步证明赵惇封恭王、即帝位的时间分别在绍兴三十二年（1162）九月甲午、淳熙十六年

（1189）二月壬戌，时间相差了 27年。不仅如此，在封王和即位之间，赵惇于乾道七年（1171）二月癸丑受封为太子，而他惟

一的儿子赵扩的出生时间又在乾道四年（1168）十月丙午。(60)四大喜事不仅没有任何两件是在同一年的，而且都相隔较远。所

以，所有同年同庆的说法完全都是有违历史事实的臆说。 

而“恭州即位”说，如管维良提到过的“由恭州承嗣皇帝大位”，往往略过封为太子这一环节，强调赵惇是宋孝宗第三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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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没有继承皇位资格，将前后故事变成恭王由恭州入继皇位。这不仅有悖史实，而且即使不承认封为太子这一过程，赵惇的

即位也和恭州没有多大关系。 

第一，我们知道，中国古代皇室外封藩王分实封和虚封两种，宋朝皇子的封地都是虚封，皇子如非实授有官职则都留在京

城，赵惇虽然封为恭王，完全有可能并没有到过恭州。据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卷 1 记载：“宁宗诞圣。……乾德四年

十月二十日，生于恭王府”(61)，这里的恭王府并不是在恭州，而在南宋临安府。乾道《临安志》卷 1：“恭王府，右在德寿宫北。”(62)

又吴自牧《梦梁录》卷 10：“荣文恭王府，在佑圣观桥东。”(63)《宋会要辑稿》、《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续文献通考》等文献

中大量谈到了这个恭王府，均是在临安。所以，在立为皇太子之前，赵惇虽然被封为恭王，但长期居住在临安，是否到过当时

的恭州，是否在恭州有居所，均不得而知。 

第二，宋元文献记载，赵惇于乾道七年（1171）二月癸丑封为皇太子，同年四月甲子判临安府，并一度兼领临安尹（乾道

七年四月辛未至九年四月己丑），到淳熙十四年（1187）十一月己亥又专门设置议事堂令其参决庶务，次年正月戊戌赵惇“初决

庶务于议事堂”，同月乙巳孝宗又诏“自今御内殿，令皇太子侍立”(64)。则赵惇立为皇太子之后，不仅身为皇太子立侍皇室议

政，而且兼任临安府的许多实职，恐怕不仅身体远离恭州，可能从字面上也跟恭州少有瓜葛了。此所谓恭王虽然没有废除，但

皇太子之位远远覆盖了这个虚封，所以并不完全是直接由恭王即位皇帝的。 

所以，应该将“同年封王即位”、“同年又喜得贵子”和“恭州即位”等种种完全违背史实的说法彻底摒弃。而“双重喜

庆”本身及“非长子却封太子又为帝”、“或者太皇太后、太上皇共同健在”等说法更是没有任何资料证明的凭空臆想，这不

是严谨的历史研究应有的方法和思维。 

三、新的猜测和臆想仍在出现：“诗经郑玄笺”说和“巴渝会合”说 

2012年唐冶泽又提出“诗经郑玄笺”说，他认为：“至于‘重庆’一语，其典出《诗经·鲁颂·閟宫》，全诗歌颂鲁僖公继

承祖业，中兴鲁国，收复疆土，四夷宾服的功绩。其中唱道：‘俾尔昌而炽，俾尔寿而富……俾尔昌而大，俾尔耆而艾。’郑

玄笺：‘此庆僖公勇于用兵，讨有罪也……此又庆僖公勇于用兵，讨有罪也。中时鲁微弱，为邻国所侵削，今乃复其故。故喜

而重庆之。’这里的‘重庆’是指反复颂祝鲁僖公，歌颂他让鲁国强大起来并祝他长寿幸福。光宗取此名的意思就是表明自己

要学鲁僖公，继承孝宗未完成的事业，光复被金人占领的半壁河山，中兴宋室并祝孝宗长寿安康。因此，将恭州命名为‘重庆’

与他当时所处的历史背景和个人地位是完全一致的。据此，我们可以肯定地说，这才是‘重庆’的本来含义。”(65)这种观点得

到龚义龙的支持。(66)实际上，《诗经·鲁颂·閟宫》中并没有“重庆”一语，只是汉代郑玄在笺证《诗经》时解释前人的话语为

“重庆”，也是一种后人对前人的一种臆想。至于取名重庆是否是光宗之意？光宗是不是知道郑玄的笺证中有“重庆”的解释

而命名？史无任何记载，只能是一种没有根据的猜测，作为实证的史学研究还是回避为好。 

实际上，南宋时期出现的 18 个因潜藩升府而形成的府名中，含庆字的有 10 处，光以“某庆”形式命名的就有 8 处。用两

条史料就可以证明光宗即位前后特别喜欢“重”字，即宋孝宗禅位前的一个月，“己未，改德寿宫为重华宫”；二月壬戌，宋

光宗受禅，随即于同月辛巳日宣布“以生日为重明节”(67)，也难以说明一定与“重庆”的命名直接相关。唐冶泽文中认为“光

宗这样取名（包括给重庆取名）不仅仅是取其政治意义，它还体现了光宗对孝宗的曲意迎合，也是其内心深处所受重压感的曲

折反映”(68)，则完全是后人对前人话语的一种猜测臆想，毫无根据。如此，是不是“顺庆”的“顺”字、隆庆的“隆”字、崇

庆的“崇”字都要找到喜欢的事实根源呢？另外，中国古代州县取名的过程相当复杂，并不是所有州县名称取名都是源于皇帝、

太子之意，也可能有大臣意见、地方的诉求等原因。除非有直接的历史文献记载是由某人的某种诉求提出，不然从历史研究的

基本要求应该尽量严谨而回避，不必望文生义猜想。 

近年随着网络的普及发达，越来越多的人也参与到重庆得名的讨论中，一个名为“方言分子”的新浪博主就在其 2017 年 4

月 22日的一篇名为《“重庆”得名考（1）：双重喜庆》的博文中提出了另一种说法，即“巴渝会合”说。他认为：南宋喜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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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彩，一般也只加一个吉利字眼，另一个字要么不加，要么跟原来名称有着紧密关系，在“重庆”中，“庆”是讨口彩，“重”

还有着自己固定的含义……当 1189年重庆升府时，除了讨口彩的“庆”，还要找一个能代表当地固有内涵的字，却一时犯了难，

想来想去，最好的办法是将“渝”换一个字，既能表达“巴”“渝”相会、相合之本义，看上去又比较吉利，“重”就是在这

种情况下应运而生。这里，方言分子说重字是表达巴、渝相会相合，已堪称脑洞大开，异想天开。而所谓“只加一个吉利字眼，

另一个字要么不加，要么跟原来名称有着紧密关系”的情况也并不是绝对的，比如果州升为顺庆府，顺字和庆字都是新加的字，

也都和原来名称无关，顺字更是和当地固有内涵无关。总体而言，这种说法完全流于臆想，牵强附会。 

四、文化的历史对科学的历史的渗透 

通过以上梳理，我们认为，重庆府的出现只是宋代潜藩升府背景下的一个普通案例，“重”、“庆”字的使用也只是频繁

用此字赐新名背景下的一个普通案例，其实最大的可能是根本就没有从主观上想去赋予什么特殊含义，因此最早的史料都只谈

“潜藩升府”本身。“二庆之间”是源于明代正德年间的一种错误的臆想，而“双重喜庆”则是 20 世纪 50 年代才臆想出来的

新说，与新近“巴渝会合”说一样，都是没有史料根据的臆说，故硬伤明显，是完全不科学的。“诗经郑玄笺”说看似合理，

但也没有任何直接史实可以证明如此。 

潜藩升府，本是有宋一代的普遍现象。据《宋史·地理志》记载，光南宋时期就有 18例，依升府时间顺序分别为德庆、静

江、隆兴、常德、宁国、崇庆、隆庆、重庆、庆元、安庆、英德、嘉定、同庆、宝庆、顺庆、咸淳、瑞安、庆远。《建炎以来朝

野杂记》云：“旧制，天子即位，尝所领州镇，自防御州而下皆升军名；若节镇州则建为府……光宗自荣州刺史进封恭王，今

上自英国公出就傅后，封嘉王。四州皆为支郡，然三州躐升为重庆、英德、嘉定府。”(69)它虽然提到宋光宗升恭州为重庆府是

越级直接升府，但对于名字本身依然没有特别解释。实际上，中国古代地名取义往往普遍采用一些吉祥、喜庆、祥瑞之名，本

身并不可能完全有一定的特指的事实作为基础，这就如同样是在宋代升府的崇庆、顺庆、绍庆、隆庆、安庆、德庆、宝庆、同

庆等，可能并不是“崇”、“顺”、“绍”、“隆”、“安”、“德”、“宝”、“同”都有特殊的事实指意。如果有，可能

大多也是后人望文生义臆想出来的。因为“重庆”这个地名放在宋代其它潜藩升府城市中，可能也能找到多重喜庆之事的。 

我们很早就提出在中国历史研究中一直存在两种历史，一种是作为科学的历史，一种是作为文化的历史。不过，很长的时

期内，包括我们自己都认为作为文化的历史气场并不够强大，只是历史上的主流历史、主体叙事中的一个小插曲。也就是说在

历史上历史传说、神话故事可能对我们科学的历史影响并不是太大。即使有影响也可能是在先秦史的研究中影响更大。不过，

经过我们三十多年的田野考察和个案研究，我们对中国这种作为文化的历史的气场宏大和影响力的强势有了新的认识，我们终

于发现，这种作为文化的历史一直强大，直到今天仍然势力强大而且渗透在我们作为科学的历史中，左右着我们的主流历史事

实和历史观。 

这里，我们从重庆的得名臆想的形成过程中发现这种作为文化历史的气场之强大，因这种作为文化的历史将我们主流的历

史带入沟中而使我们误入歧途，以致我们自己也是在最近才有比较清楚的认知，而这个认知的形成对于反思我们的主流历史文

本的科学性可能很有现实意义。 

在作为文化的历史演进中，存在客观的演进和主观的演进两种范式。客观的演进主要是指演进者本身并没有想改变客观历

史诉求，往往更多受到演进者知识素养、认真态度的影响而产生对历史误读和歪曲。以重庆得名的诸种说法来看，明代的“二

庆之间”的产生，明显与明代治学粗疏有关，而近代“双重喜庆”的诸多矛盾也与近代学人治学浮躁有关。近代许多新臆想的

产生，原因可能就较为复杂了，存在一种对家乡的感情的特殊解读，但可能更多的是对历史学研究的实证科学、史料的科学的

理解差异有关。 

而主观演进者往往是本身就想改变客观历史去满足某种诉求，包括政治诉求、经济诉求、文化诉求。这种演进可能对历史

研究产生重大的影响。就重庆得名来看，到了近现代对于重庆得名的“双重喜庆”的解释可能更有社会意义，所以官方、学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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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在刻意强化这种喜庆说，就使谬说得以强化。当然，就重庆得名本身来看，可能主观上改变客观历史的趋势还不明显。实际

上在中国历史上，许多作为文化的历史产生主要是乡土的文化情感寄托与历史研究科学观缺失共同的结果，如我国遍地大禹、

关公、孔明、三藏、麻城孝感这种作为文化的历史多是如此。不过，这种作为文化的历史已经让我们难辨客观历史的是非、清

浊，而这种作为文化的历史在中国可能会不断产生而且一直存在下去。所以，近来在我们的学术研究中，从周老虎险些写入历

史、名酒厂家的历史造假、巴蜀江湖菜的历史制造、鹤游坪城堡历史定位的个案中发现，历史往往在不经意中就被改变，形成

了作为文化的历史。最大的问题在于不仅社会上有时对于作为文化的历史和作为科学的历史分不出来，而在于许多作为文化的

历史一旦写入文本后，特别是进入官方文本后，过了许多年以后，往往学术界本身也难以分清真假，如这里谈到的“双重喜庆”

说。可怕的是历史客体面对各种现实诉求往往如一个柔弱的婢女，任人摆布，我们知道历史文献中的许多历史事实是被臆说或

改变后大为失真的。所以，当我们面对所有白纸黑字的历史文献时都要慎重万分，更不要说面对没有文献记载的口述。这可能

是我们长期以来强调田野考察的重要原因，希望能从田野考察的对读、比对中尽可能删去那些被人臆说或有意篡改的历史，在

分清两种历史的界线下，尽可能减少作为文化的历史对作为科学历史的渗透。 

注释： 

1(5)韩意、赵鼎:《重庆得名详考》,《长沙铁道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 4期;周文德:《重庆得名原始》,《重庆

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 3期;唐冶泽:《“重庆”得名新考》,《重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

年 5期;龚义龙:《“重庆”得名的“原义”》,《街巷渝中》,重庆出版社 2015年版。 

2《舆地纪胜》卷 175《重庆府》。 

3《方舆胜览》卷 60《重庆府》。 

4《宋史》卷 19《徽宗纪一》、卷 36《光宗纪》、卷 89《地理志五》。 

5熊相纂修:《四川志》卷 13《重庆府》,正德十三年修、嘉靖十六年补刻本。 

6刘大谟修、王正元等纂:《四川总志》卷 9《重庆府》,嘉靖二十四年刻本。 

7虞怀忠修、郭裴等纂:《四川总志》卷 9《郡县志·重庆府》,《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第 199册,齐鲁书社 1996年版,第 353

页。 

8郭子章:《四川郡县释名》卷上,《巴蜀珍稀舆地文献汇刊》第 3辑,成都时代出版社 2016年版,第 216页。 

9万历《重庆府志》,《稀见重庆地方文献汇点》,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3年版,第 172页。 

10曹学佺:《蜀中广记》卷 53《蜀郡县古今通释三·重庆府》。 

11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 69,中华书局 2005年版,第 3271页。 

12蔡毓荣修、龚懋熙纂:《四川总志》卷 4《建置沿革·重庆府》,康熙十二年刻本。 

13黄廷桂、宪德修、张晋生等纂:《四川通志》卷 2《建置沿革·重庆府》,乾隆元年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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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王尔鉴修、王世沿等纂:《巴县志》卷 1《疆域·沿革》,嘉庆二十五年刻本。 

15霍为棻、王宫午修、熊家彦纂:《巴县志》卷 1《疆域·建置沿革》,同治六年刻本。 

16常明等修、杨芳灿、谭光祜等纂:《四川通志》卷 2《舆地·沿革·重庆府》,嘉庆二十一年刻本。 

17王梦庚修、寇宗纂:《重庆府志》卷 1《舆地志》,道光二十三年刻本。 

18光绪《巴县乡土志》,《北碚图书馆藏方志珍本丛刊》,中华书局 2018年版,第 216页。 

19民国《重庆乡土志》,《重庆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14年版,第 4页。 

20朱之洪等修、向楚等纂:《巴县志》卷 1《疆域上·沿革》,民国三十二年刻本。 

21重庆市政府秘书处:《重庆市一览》,重庆市政府秘书处 1936年刊行;杨世才:《重庆指南》,重庆书店 1939年版;杨世才:

《重庆指南(陪都一周年纪念刊》,北新书局 1942年版等。 

22《舆地纪胜》卷 156《顺庆府》。 

23《方舆胜览》卷 63《顺庆府》。 

24朱熹:《通鉴纲目》卷 43,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5(29)《宋史》卷 89《地理志五》。 

26《方舆胜览》卷 60《绍庆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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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42)(52)(53)重庆地方史资料组:《重庆简史和沿革》,重庆出版社 1981年版,第 8,74、8,75、75、75页。 

29(43)(54)彭伯通:《古城重庆》,重庆出版社 1981年版,第 17、17、17页。 

30董其祥:《巴史新考续编》,重庆出版社 1993年版,第 304页。 

31胡道修:《重庆一名的由来及有关问题》,《重庆地方志》1988年第 6期。 

32(51)彭伯通:《重庆地名趣谈》,重庆出版社 2001年版,第 6、6-7页。 

33韩意、赵鼎:《重庆得名详考》,《长沙铁道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 4期。 

34朱凤:《双重喜庆的国庆日》,《新生中国》1945年第 2号,10月 10号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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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长航重庆分局旅行服务社汇编:《长江三峡名胜古迹介绍》,长航重庆分局旅行社 1980年刊行,第 2-3页。 

42重庆市外事办公室编:《重庆旅游》,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1年版,第 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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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余楚修、管维良:《重庆建置沿革》,重庆出版社 1998年版,第 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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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 200,中华书局 1985年版,第 3398页。 

50刘时举:《续宋编年资治通鉴》,商务印书馆 1939年版,第 92、113-114、129-132页。 

51佚名:《续编两朝纲目备要》卷 1,中华书局 1995年版,第 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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